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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作者：谢菊兰 马红宇 唐汉瑛 姜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是目前工作-家庭领域的重要课题，其

理论和实践意义毋庸质疑。作者通过复杂且严谨的数据分析，思路比较清晰，循序渐进，得

出的结论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纵观全文，以下问题期待作者认真思考和润色： 

 

意见 1：首先，作者构建了一个新的积极溢出-交叉模型，从夫妻互动（社会支持）的角度

深入探讨了 FSSB 积极影响双职工夫妻双方婚姻满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FSSB

可通过依次促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员工夫妻之间的积极互动（社会支持行为），进而积

极影响双职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这一模型提出的理论基础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究竟

是婚姻满意感导致夫妻间更多的积极互动，还是互动确实影响了婚姻满意感，作者的文献铺

垫有些牵强。作者随后的各种假设都是建立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值得商榷。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 

1）有关研究模型的理论基础。前一稿，我们主要是基于 Bakker 等人提出的溢出-交叉

模型来论证和推演假设。溢出-交叉模型认为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对员工的影响可以溢出至

家庭领域，并通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员工配偶的幸福感，进一步配偶的幸福感又会影响员工

的幸福感(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该模型整合了以往有关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的

研究，为人们理解员工的工作对其自身和配偶幸福感的影响与发生机制提供了依据(Bakker 

& Demerouti, 2013)。学者们基于该模型，已开展了诸多研究(e.g. 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2016; Bakker et al., 2009; Ferguson, Carlson, Boswell, Whitten, Butts, & 

Kacmar, 2016; Sanz-Vergel, Rodríguez-Muñoz, & Nielsen, 2015)。 

我们认为，溢出-交叉模型为人们理解 FSSB 与双职工夫妻婚姻满意感（幸福感的重要

方面）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然而，诚如专家所提醒，溢出-交叉模型并未详细阐述“工

作资源为何可以促进夫妻间的相互支持？”“夫妻间的相互支持为何可以提升双方的婚姻满

意感？”等问题。本次修改，我们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视角，具体结合“资源-获取-发展”观

(Wayne, Grzywacz, Carlson, & Kacmar, 2007)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Feeney & 

Collins, 2015)来论证各研究假设。具体修改见“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部分蓝色标出内容。 

2）有关夫妻互动与婚姻满意感的关系。本研究关注的是夫妻间的相互支持与婚姻满意

感的关系。以往有关夫妻间相互支持与婚姻满意感的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

获得者的角度考察个体获得的配偶支持对其自身婚姻满意感的影响(e.g. Dehle, Larsen, & 

Landers, 2001; Sullivan, Pasch, Johnson, & Bradbury, 2010)。一类是从提供者的角度考察个体

的婚姻满意感对其向配偶提供支持的影响(e.g. Boeding, Pukay-Martin, Baucom, Porter, Kirby, 

Gremore, & Keefe, 2014)。不过，这两类研究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本研究主要

是基于第一类研究来论证和推演假设。本次修改加强了对于相关假设的理论基础介绍。详见

“2.3 FSSB、夫妻间的相互支持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同时为了检验在本研究中“FSSB 是否会通过先提升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进而导致夫

妻间更多的积极互动？”这一问题，我们在数据分析部分构建了一个备择模型 M4（增加了婚

姻满意感到配偶支持（配偶评价）的路径）。模型比较结果表明，增加这一成对的路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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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并未显著变好（△ χ
2 
(2) = 0.40，p > 0.05）；根据简约原则，说明基础模型优于该备择模

型。详见“4.3 研究假设检验”部分的第二段。 

 

意见 2：其次，作者在 “2.3 夫妻之间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婚姻满意感”文献铺垫中，作者模糊

了配偶支持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论点是配偶支持提升了婚姻满意感，论据则是社会支持

的多种积极效应。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前一稿在论证配偶支持与婚姻满意感的关系时，将配偶支持

视作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支持。现在看来，这样的文献铺垫确实不够严谨。本次修改将论据聚

焦于配偶支持的相关研究，并补充了相关的理论依据。详见“2.3 FSSB、夫妻间的相互支持

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意见 3：再次，以互惠原则作为夫妻相互支持的理论基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目前互惠经

常被作为上下级、同事等之间的一种交换法则被广泛研究，但是中国夫妻之间的关系内含一

种特别的情感联结，并不能简单用互惠解释彼此之间的支持关系。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正如在意见 2 中所提到的，前一稿论证时我们将配偶支持视

作了社会支持的一种类型，多从广泛的社会支持的视角来论证假设，忽视了夫妻之间彼此支

持的特殊性。本次修改，从“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Model of Thriving through 

Relational Support）(Feeney & Collins, 2015)角度对与配偶支持相关的假设进行了重新论证。

该模型阐述了亲密关系中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关系质量与个人积极发展的重要作用，

于 2015 年发表于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具体修改见“2.3 FSSB、夫妻间

的相互支持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意见 4：认真修改后再审。 

回应：感谢专家能给我们进一步修改的机会。专家的建议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也让我

们对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见文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2 意见： 

论文以 370 对双职工夫妻为样本，构建了一个溢出-交叉模型，考察了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通过工作家庭增益对员工家庭结果（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的溢出效应，以及夫妻之

间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的交叉效应。以夫妻二元体为研究对象构建溢出-交叉模型有助于

深入揭示工作与家庭领域的互动关系，而以往的溢出-交叉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家庭冲

突上，有关积极的工作家庭溢出-交叉效应研究较少，因此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但

也存在以下问题： 

 

意见 1：工作家庭增益是研究中的重要变量，但没有出现在关键词中； 

回应：已采纳专家建议，将工作-家庭增益列为了本研究的关键词。此外，因为《心理

学报》要求文章的关键词的个数不超过 5，本次修改删除了“资源-获取-发展观”这一关键词。 

 

意见 2：引言的陈述逻辑不够清晰，不能让读者很快明白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建议重新斟

酌后修改；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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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稿中，引言的陈述逻辑是“改革开放家庭分工模式的改变→工作需求会消极影响双

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仅关注工作需求对员工家庭生活的消极影响不利于管理实践→当

下的研究趋势：关注工作资源对员工家庭生活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基于这一趋势拟探讨

FSSB 对双职工夫妻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往有关 FSSB 与双职工夫妻婚姻满意

感关系的研究介绍→本研究对以往研究的拓展”。现在看来，这样的陈述逻辑虽循序渐进、

且兼顾了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因素和 FSSB 的积极效应的研究介绍，但无法让读者快速明白本

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本次修改对引言部分进行了调整和凝练。陈述逻辑如下：“FSSB 对帮助员工平衡工作-

家庭关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FSSB 的积极效应并不局限于员工本人，对于员工夫妻关系

质量及系统功能的维护也可能具有重要价值→欲揭示 FSSB 对员工夫妻关系质量及夫妻系

统功能的影响，有必要将研究视角由当前的个体层面拓展至夫妻系统层面→基于已有理论和

实证研究，提出本研究的假设模型→总结本研究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整体而言，前一稿引言部分着重以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同时介绍了 FSSB

对双职工夫妻婚姻满意感的可能影响。本次修改后，引言部分将婚姻满意感视作 FSSB 的结

果变量，重点聚焦于 FSSB 的积极效应与作用机制以及本研究可能的拓展。 

 

意见 3：论文建立了非常复杂的模型，但假设提出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建议补充假设提出

的理论依据； 

回应：已采纳专家建议，在“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部分补充了假设提出的理论依据。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假设所依据的理论是“资源-获取-发展”观(Wayne et al., 2007)和基于关系

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Feeney & Collins, 2015)。修改部分在文中已用蓝色标出。 

 

意见 4：考察了很多变量，但在模型有效性的验证过程中只考察了两个备择模型 M1 和 M2，

似乎还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关系没有考虑。例如，员工的 WFE 是否会影响其配偶感受到的社

会支持呢？ 

回应：采纳专家意见，根据已有研究增加了相应的备择模型。本次修改共构建了 6 个

备择模型，其中模型 M2 新增了“工作-家庭增益→配偶支持(配偶评价)”路径。模型比较结果

表明增加该成对路径后，模型并未显著变好（△ χ
2 
(2) = 0.72，p > 0.05）；根据简约原则，说

明基础模型优于该备择模型（详见表 2，“4.3 研究假设检验”部分的相关内容均做了调整）。

同时，模型比较结果发现了工作-家庭增益(H)仅部分中介了 FSSB(H)对配偶支持(H)的影响，

男女双方获得的配偶支持均仅部分中介了其工作-家庭增益对自身婚姻满意感的影响。这使

得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加严谨，再次感谢专家。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较为复杂，涉及到的变量较多，参照以往研

究做法(Bakker et al., 2009; Ferguson, Carlson, & Kacmar, 2015)，本研究的模型比较采用的是

“由简到繁”的思路，且模型比较不是均和假设模型比，而是和基础模型比。同时为了减少比

较次数，备择模型是在基础模型中新增一组成对的路径（若新增一组成对路径，模型没有显

著变好，则说明新增单条路径时，模型也肯定不会变好）。 

 

意见 5：在研究溢出效应时，国外研究者多采用纵向设计多点收集数据。该论文使用横向数

据是否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呢？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正如专家所言，横向数据不能直接推导因果关系，是本研究

的一个不足。本次修改，我们在“5.4 局限与展望”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此外，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期望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和专家进行更为深入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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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于一般的横向设计研究，本研究采用的是夫妻配对数据（多源数据）。夫妻配

对数据为我们从夫妻系统层面探讨 FSSB 对夫妻双方婚姻满意感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是本研

究的一个优势。但是夫妻配对数据的收集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参与。对于大多数夫妻而言，他

们并不在同一个部门或者公司工作，这就使得集体实测的可能性较低。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

用的是入户调查的方式，而且本研究的被试要求是双职工夫妻，使得数据收集的难度更大。

这也正是以往诸多以双职工夫妻为被试的 crossover 研究多采用横断数据的原因(e.g. Bakker, 

Demerouti, E., & Dollard, 2008; Ferguson, et al., 2015; Liu & Cheung, 2015; Lu, Lu, Du, & 

Brough, 2016)。 

    2）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关系均建立在成熟理论以及已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以及模型比较的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主要假设。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不能直

接说明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本研究的结果仍能为人们从系统层面理解 FSSB 对员工夫妻关系

的影响提供新的信息。 

 

意见 6：论文构建了非常复杂的结构方程模型，但表 2 中的拟合指数都近乎理想。建议向编

辑部提供可以证明结果真实性的依据。 

回应：感谢专家的仔细阅读。如有需要，我们可以向编辑部提供原始数据。同时我们

将从以下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1）首先，考虑到本研究所提理论模型较为复杂，参照以往有关溢出-交叉效应研究的做

法(e.g. Bakker et al., 2008; Demerouti, 2012)，我们在潜变量模型检验时采用了打包策略（详

见 4.3 研究假设检验的第一段）。根据以往研究，当模型较为复杂时，使用打包法进行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 不仅能有效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能提高模型拟合程度(e.g. 吴艳, 温

忠麟, 2011; Landis, Beal, & Tesluk, 2000)。 

2）其次，由于配对数据的特殊性，在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时，允许成对变量的误差之间

相关(Kenny, Kashy, & Cook, 2006)，以往以夫妻二元体为被试的研究大多也得到了理想的拟

合指数。例如，Bakker, Demerouti 和 Burke (2009) 以 168 对双职工夫妻为被试，采用结构

方程模型（每一潜变量都采用了打包策略）分析工作狂倾向（Workaholism）对夫妻关系满

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时，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
2
 = 123.81, df = 72, χ

2
/df = 1.72, IFI = 0.96，

TLI = 0.95，CFI = 0.96，RMSEA=0.07）；van Steenbergen, Kluwer 和 Karney (2014)以 215 对

双职工夫妻为被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未使用打包策略）分析婚姻行为（包括婚姻积极性、

生气、退缩行为）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与婚姻满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时，模型拟合指数

良好（χ
2

energy = 264.23, df = 153, χ
2
/df = 1.73, IFI = 0.94，CFI = 0.94，RMSEA = 0.06; χ

2
time = 

188.25, df = 153, χ
2
/df = 1.23, IFI = 0.97，CFI = 0.97，RMSEA = 0.04）。 

3）最后，本研究的被试为 370 对夫妻，相比上述夫妻配对研究而言，样本量稍大。通

常情况下，较大的样本量能提高模型拟合程度(Byrne, 2013)。在以上三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

下，本研究得到了较为理想的结构方程拟合指数。 

 

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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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本论文是复审稿件。作者采纳了我第一次审稿时提出的部分建议，也按审稿意见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和润色。文章整体结构较清晰，思路较流畅，论证有理有据，达到了发表

的水平。建议，再结合编辑部的意见，按本刊格式作些适当调整。修后发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与鼓励！感谢在第一轮外审中给本文提出的诸多引发我们

进一步思考的建议和意见，使我们能更好地完善本文，再次由衷地感谢专家！ 

 

 

审稿人 2 意见： 

对备择模型的提出部分进行补充后可以发表。但为慎重起见，建议编辑部要求作者提供

数据或可以用结构方程软件进行运行的程序文件进行验证，毕竟这么复杂的模型但拟合指数

却太理想。 

回应：谢谢专家的建议。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我们已向编辑部提供数据、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程序（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以及数据分析的简要说明，方便编辑部老

师们核查。 

同时，本轮修改，我们对 6 个备择模型的提出理由进行了补充，并在文中已用蓝色标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复审意见： 
 

整体而言，经过作者两轮的修改，作者对外审专家所提出的问题均做出了详尽的回应，论述

较有说服力，修改后的论文有了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同时，作者在某些细节方

面需要稍作修改。例如， 

 

意见 1：资源-获取-发展观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是文章中较为重要的两个理论，

作者在文章开始时对其独特贡献做了阐述，而对两个理论的核心概念介绍直到 2.1 和 2.2 后

半部分才开始提到其具体内容；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资源-获取-发展观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是两种新兴

的理论，在引言部分阐述文章贡献时若直接提出而不加以详细介绍，可能会给读者带来困扰。

现在看来，上一稿的行文确实不够流畅。本次修改，在引言部分提炼文章贡献时聚焦于本研

究的核心问题，重点阐述了本研究对于我们理解 FSSB 的功能以及 FSSB 与双职工夫妻婚姻

满意感的关系的意义。修改部分在文中已用蓝色标出。而对于两个理论的核心概念介绍放到

了“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部分。 

 

意见 2：几个假设部分，H1-H3，H5 后没有句号，而 H4 有句号，建议统一行文风格；正文

中对参考文献引用，括号前有些加了空格，有些没有加，例如，这一研究发现与 Westman

等人(2004)的研究一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普遍比男性强 

(Yang, Decety, Lee, Chen, Cheng, 2009)，Westman 等人后没有空格，而比男性强后有空格，

建议对参考文献引用的格式进行仔细核查。 

回应：感谢专家的提醒。本次修改，我们对标点符号的使用和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进

行了仔细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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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综合而言，该论文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结构清晰，行文规范，

建议作者再次整体对文章通读，对细节部分进行完善。 

回应：再次感谢专家对我们研究工作的认可。本次修改，我们对文章进行了反复通读，

并对细节部分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例如，重新检索了文中引用的 in press 的参考文献，并根

据其发表情况进行了修改。 

 

第四轮 
 

主编终审意见：文章整体结构表达较清晰，方法论证可靠，同意发表。 

回应：感谢主编鼓励与支持！ 


